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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经营者民事责任配置研究
———以连带责任法理为基础

姚海放

[摘要] 《电子商务法》的立法过程反映了行业与公众的意见博弈,第38条第二款

最终表述为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今后法律适用与解释留下了空间。基于法的安定

性特点,要求对网络平台经营者 “相应的责任”进行明晰,按照广义理解应包含按份责

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等不同配置。以可责性和原因力为依据配置侵权责任时,应慎重

考虑连带责任的适用情形,避免连带责任的泛化。现代法中基于弱者保护、纠纷解决效率

和证明责任安排、对风险的控制能力等缘由,呈现连带责任扩张的趋势,但也需警惕因此

而不合理地加重责任人负担。依 《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二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时,原则上应承担补充责任;若平台经营者因放任管理职责而为违法

活动提供渠道或机会、有能力但并未系统性控制风险、恶意地不及时履行安保义务等情

形,则在主观可责性和客观原因力增加的情况下,可要求平台经营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关键词] 网络平台;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电子商务法;责任配置

[作者简介] 姚海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北京100872)

“互联网+”旨在将互联网技术、产业和应用跨界融合,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及互联网平台,深

度融合传统产业而创造新业态。“互联网+”正深刻改变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也是我国政府着力推进的政策措施。2015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国发 [2015]40号),此后数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推动 “互联网+”的深入发展。
“互联网+”融合了线上线下的经济社会活动,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用户体验。

网络平台承担着连接线上和线下、产业和应用、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功能,从而成为 “互联网+”功

能实现中的关键环节。当然,网络平台在便利公众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魏泽西事件、滴滴出行事

件、拼多多假货门等社会焦点事件,公众要求政府对网络平台进行规制和合理确定其法律责任的诉

求也日趋迫切。适逢 《电子商务法》制定,“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权益,明确义务和责任”是该

立法注重把握的原则之一。①2018年8月31日通过的 《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二款最终表述为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此次立法博弈画上了句号。
立法已定,但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理解适用争议得以解决。从 《电子商务法》历次草案稿到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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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出台,相关规则的表述从最初的连带责任修改为 “相应的补充责任”,最后再到 “相应的责

任”,其间变化过程反映了什么信息? 鉴于 “相应的责任”的表述比较笼统,对何为 “相应”可能

存在不同理解,特别是在今后的具体案件处理中产生不同理解而需要考察立法原意时,又应当如何

从此变化过程中判断和解读? 从字面理解,“相应的责任”既可以按照通常解释理解为包含连带责

任、补充责任和按份责任在内的所有责任配置类型的统称,也可以按照缩限解释理解为排除连带责

任和补充责任形态而仅指按份责任。更何况,《电子商务法》之前已有 《侵权责任法》及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条款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正在编纂的 《民法典各分编 (草
案)》第970条至972条对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小幅度修改,这几部法律之间又应如

何分工协调? 是否遵循了共同的责任配置基本规则? 在 《电子商务法》调整的电子商务活动之外,
互联网金融平台、文娱社交平台等的法律责任,乃至今后可能渐次发展的物联网平台等的法律责任

都需要廓清,以保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此,笔者拟探求连带责任的基本法理,并将其应用于平

台责任配置的场景,提出浅见,求教方家。

一、网络平台民事责任配置争议的表象

网络平台主要指开放平台,即使用API接口向其他企业开放入口、用户、数据、计算能力等

资源,构建起多方深度协作、利益共享的服务平台。① 依开放平台所采用的技术、实现的功能等不

同标准分类,网络平台可以分为API开放型和APP开放型,应用型开放平台和服务型开放平台,
以及云计算平台、网络服务平台、在线业务平台、移动应用平台和社会关系平台等。② 网络平台在

不同语境下也被称为网络交易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第三方交易平台等,既指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

的网站或者APP,也指经营网站或APP的法律主体。在讨论法律责任时,网络平台实际上是指网

络平台经营者,即负责网络平台经营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③

网络平台发展之初曾有过 “工具论”或 “技术中立”的观点,否认网络平台承担法律责任的适

格性。如 “技术中立论”观点在 “快播案”中得到了充分展现④,在网络平台经营者中有不少的支

持者。当然,以 “技术中立论”等否认网络平台法律责任适格性的观点未被立法采纳。早在2009
年 《侵权责任法》中就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延续了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关于一

般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则,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2013年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修改,第44条也明确了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究其根本,此次 《电子商务

法》立法经历的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责任之争,争议的问题并不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承

担民事 (侵权)责任,而是承担连带、补充等民事 (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与责任分配问题。
连带责任的基础是连带债务,按照 《民法通则》或 《民法总则》的规定,连带债务的发生原因

包括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⑤ 鉴于本文探讨的网络平台民事责任主要集中在侵权领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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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阳:《互联网平台提供商的民事侵权责任分析》,载 《东方法学》,2017 (3)。
周辉:《平台责任与私权力》,载 《电子知识产权》,2015 (6)。
根据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

记;《电子商务法》定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实践中,网络平台的企业组织形式为各类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技术中立、市场自由的拥护者认为,虽然色情具有阻碍人类繁衍、损害人类竞争力的消极社会后果,但考虑到色情又是

科技发展的助推器,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时应以国家竞争力为依据二选一,坚持技术中立,免除平台责任,保护科技发展,牺牲色

情规制,颇有饮鸩止渴的悲壮感。”邱遥堃:《法院如何规制算法———从快播案切入》,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6卷

第1辑),5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民法通则》第87条、《民法总则》第17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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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考虑网络平台与网络用户之间约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民事连带之债包括连带债权和连带债

务,其中 “数人负同一债务,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为连带债务”①。补充责任,是

指两个以上的行为致使他人权利受同一损害时,受害人的数个请求权有顺序差异,须先行使顺序在

先之请求权,不能完全获得赔偿时再行使后顺序请求权之责任形态。②

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权利人向两个以上的责任承担者请求时,是否受到责任

顺位的法定限制:连带责任的赔偿权利人可以选择向不同的责任承担者请求的先后顺序,在司法实

践中通常将连带责任人列为共同被告;在补充责任中,受害人须先向直接责任人请求,不能完全获

偿时才向补充责任人请求。③ 学者将补充责任的设计看成是 “有类似的先诉抗辩权的设置”,认为

该制度对补充责任人是一种顺序利益。④ 这种顺序利益反映到民事诉讼中,表现为一种单向的必要

共同诉讼,即受害人可单独起诉直接侵权人,但不能单独起诉补充责任人。如单独起诉补充责任

人,法院必须追加直接侵权人合并审理,直接侵权人不能确定时,才可按顺位起诉补充责任人。⑤

质言之,因补充责任人对发生的损害没有积极原因力而不承担最终责任,在补充责任承担数额上,
等于或者小于直接责任,且随直接责任人承担的范围扩大而缩小。⑥

上述差别反映到网络平台经营者民事责任的配置中意味着:若网络平台经营者与直接侵权人承

担连带责任,则网络用户会基于网络平台的知名度、民事责任承担能力等方面的考虑,直接起诉网

络平台经营者,或将其列为侵权诉讼的共同被告;若是在承担补充责任的场合,网络平台经营者是

第二顺位的被告,网络用户必须先起诉直接侵权人,然后才能将网络平台经营者推上被告的位置。
这样的差别对开放型平台经营者而言,补充责任将意味着节约海量的诉讼管理成本,在实体法效果

上不仅意味着承担责任范围的缩小,而且获得了向直接责任人追偿的权利。
因此,立法确定网络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有利于网络用户的权利保障,网络平台经营者显

然更愿意采用补充责任的责任配置形式。《电子商务法》立法博弈过程也证实了上述理论推断:在

2017年11月7日至11月26日公布的 《电子商务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并未见到正式通过的

《电子商务法》第38条规定的内容;2018年6月29日征求意见的 《草案三次审议稿》中增加了第

37条,形成了正式立法第38条的条文雏形。⑦ 二审稿到三审稿的条文变化,笔者推测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郑州空姐打车遇害案⑧的影响。三审稿连带责任规定对平台经营者形成巨大的经营压力,因

此,在四审稿审议之前的8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邀请全国人大代

表、专家学者、主要电商企业、行业协会、执法部门等方面的代表,就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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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尚宽:《债法总论》,64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杨立新:《侵权法论》,643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⑥ 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数人分担的一般理论》,185、185、18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9。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2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杨连专:《论侵权补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载 《法学杂志》,2009 (6)。实践中,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表现不同,有适用

单向必要共同诉讼而认可补充责任人的先诉抗辩权的,也有将补充责任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以普通诉讼的形式对待,进

而否认补充责任人的先诉抗辩权的情形的。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将补充责任的顺序性从认定责任的顺序性修正为履行责任的顺序

性,并以牵连必要共同诉讼为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的解释,将补充责任履行的条件限定在申请强制执行的顺序。参见肖建国、宋春

龙:《民法上补充责任的诉讼形态研究》,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 (2)。
《草案三次审议稿》第37条第二款的具体表述为:“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

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的,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

带责任。”《电子商务法草案三审稿和二审稿条文对比》,参见http://www.100ec.cn/detail 6457692.html。
《空姐乘滴滴顺风车遇害 郑州警方搜捕司机》,参见新浪网,http://tech.sina.com.cn/i/2018 05 11/doc-ihaichqz9957958.

shtml? domain=tech.sina.com.cn&v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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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①。据报道,马云是唯一

一个出席该立法征求意见会的互联网公司最高领导。② 此后,在四审稿审议过程中,“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辉在介绍草案修改情况时说,一些社会公众、电商平台企业和法院的

同志提出,草案三审稿关于电商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给平台经营者施

加的责任过重,建议将 ‘承担连带责任’改为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与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的规

定相一致,因此四审稿草案做了相应修改”③。正当四审稿将连带责任修改为 “相应的补充责任”
之时,8月24日温州乐清滴滴顺风车案再次引发公众对网络平台责任的高度关注。④ 在8月28日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分组审议 《电子商务法》草案时,一些常委会委员和列席会议人员提

出,实践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履行资质资格审核义务和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比较

复杂,可根据实际情形依法认定其应承担的责任,由此建议将 “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修改为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⑤

在梳理 《电子商务法》草案变化与社会事件的关联后,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立法固然

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⑥,然而,各方据以判断法律责任形式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此问题涉及连

带责任、补充责任等责任配置的基本法理。第二,《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二款规定的 “依法

承担相应的责任”,应当如何理解和适用?

二、法的安定性要求确定 “相应的责任”之含义

确定 《电子商务法》“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含义,不仅有助于在今后司法实践中统一适用

标准,更涉及电子商务及其他网络平台产业发展与网络用户权利保护的平衡。网络空间不是 “法外

之地”⑦,规范互联网的法具有一般法律的特征,包括安定性。 “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

度……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洽性和连续性……会导致法律的朝令夕改,所以这些状况与真正含义上的

法律是不相符合的。”⑧ 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包括实证性、实用性和不变性三元素,实证性的 “关键

性在于:构成制定法的特征应尽可能精确地予以确定,而不得恣意地规定”⑨。具体到本文探讨的

场景,不仅涉及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宽泛立法表述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是否会发生分歧,
而且担心民事责任在不同主体间分配并非遵循固有的法律原理,而是伴随社会事件、民意、利益团

体博弈而摇摆不定。舆论之于立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立法或法律修改被社会舆论所牵制,不

仅无法提升立法品质,而且会打击立法威信,破坏法规范的预防功能,因此,提升立法素养、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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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璁:《电子商务法草案四审稿出炉———立法修改回应社会关切》,载 《人民日报》,2018 08 28。
张信宇:《马云要担心的电商法,滴滴和拼多多也该重视》,参见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01958。
《治理过度包装、加强跨境电商监管、维护商家经营自主权……聚焦电商法草案四审五大看点》,参见中国人大网,ht-

tp://www.npc.gov.cn/npc/cwhhy/13jcwh/2018 08/29/content_2059777.htm。类似情况的报道也可见张璁: 《电子商务法草

案四审稿出炉———立法修改回应社会关切》,载 《人民日报》,2018 08 28。
杨清清:《电子商务法草案进入四审 滴滴顺风车案折射平台责任亟待厘定》,载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 08 28。
《电子商务法草案最新修改:完善电商平台审核安全保障的责任条款》,参见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

npc/lfzt/rlyw/2018 08/31/content_2060233.htm。
利益法学是此种见解的典型代表,如菲利普·赫克将法律规范理解为立法对需要调整的生活关系和利益冲突所进行规范

化的、具有约束力的利益评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24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谢永江:《习近平谈网络安全:网络空间不是 “法外之地”》,参见中国网,http://media.china.com.cn/jrtt/2016 09

19/864991.html。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32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考夫曼:《法律哲学》,27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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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立法是重要的。① 作为一个理性的法律研究者,固然应当了解公众及舆论所呈现出的民意,但也

需要注意到,由于大众生活逻辑与职业专门逻辑存在距离、民意与司法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以及民意

与司法的社会角色与任务不同,因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同。② 司法尚且如此,立法又何尝不是?
回到 《电子商务法》第38条,首先需要对体系和逻辑进行解释。在体系上,第37条确定了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从事自营业务的义务及法律责任,第38条是B2B、B2C、C2C、O2O等平台非

自营业务适用的规则。第38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且 “未采

取必要措施的”,与销售 “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 (服务)或者 “有其它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该项法律责任规定与 《侵权责任法》第36条

第三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第二款所确定的平台法律责任规则一致。争议的焦点在第

38条第二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两种不作为,即 “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

务”以及 “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平台内经营者一起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第二款中 “相应的责任”的不同理解有:第一,广义理解,在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两

个侵权行为致消费者同一损害时,无论两个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皆可能因侵权

人之间的主观状态、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等因素的差异,最后形成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或者按份责

任的不同责任形态。如有学者认为,被告行为和第三人行为都构成损害原因时 (多因一果),若两

者都有过错,则应在过错比较、行为与结果的联系等基础上,决定由加害人与第三人共同分担或按

份分担民事责任。③ 第二,中义理解,即 “相应的责任”仅指按份责任和补充责任,不包括连带责

任。理由有二:其一,连带责任强化对受害人保护,对责任人施加过重负担,将受害人求偿不能的

风险转移至责任人,因而要有法律明文规定。④ 其二,从立法草案变化探究立法者意图,在草案最

初表述为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变更为最终的 “相应的责任”,也说明立法者担心让网络平台承担连

带责任的负担过重。第三,狭义理解,即 “相应的责任”仅指承担按份责任。这种理解的主要理由

是立法中 “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表述往往指分别责任或者按份责任。⑤

对 “相应的责任”的不同理解在实践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法律适用结果。有学者粗略统计,在

2014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后,涉及第44条的诉讼,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关键词 “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检索,在2014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不限地区和法院层级,以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为裁判依据的判决书为41份。在这41份判决书中,消费者都将网络交易平台列为

被告,大部分判决书对网络交易平台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没有展开描述,结果也只有2份判决

网络交易平台承担连带责任。该学者认为,第44条法律规则原则性过强导致对同一规则理解分歧,
甚至司法与 “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网络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的立法本意相违背。⑥

因此,确定 《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二款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含义确有必要。笔者认为,
应当采用广义理解,理由是:首先,从字面上理解 “相应的责任”,即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形,区别

当事人侵权的主观、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等因素,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这是符合法

理的。其次,从立法过程看,从6月29日三审稿到8月31日最终审议通过,责任形式从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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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王强军:《刑法修正之于社会舆论:尊重更应超越》,载 《政法论丛》,2014 (6)。
孙笑侠:《公案的民意、主题与信息对称》,载 《中国法学》,2010 (3)。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57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35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如 《民法通则》第61条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担保法》第5条 “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12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

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李永:《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则的反思与重构》,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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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相应的补充责任,再到相应的责任,其间受到公众关注案件、舆论和利益集团游说等各方压

力。变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并非是指导法律责任配置的法律原理发生了改变,而是各方博弈

的结果。连带责任变为相应的补充责任,推断是平台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对立法施加了影响。从相应

的补充责任变为相应的责任,含义趋于模糊,应该是消费者团体、公众舆论及社会焦点事件所引

发。这种利益博弈和立法表述的变化在短期内发生,消费者团体及公众不可能说服电商平台接受连

带责任,电商平台所倡导的补充责任也不为公众所接受,因此,立法宽泛地表述为 “相应的责任”
能够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因此而延迟法律出台。

三、侵权构成要件之于责任配置的影响及其演进

如果按广义理解 “相应的责任”,接下来就应明确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的配置标准。在侵权责

任分担的诸种形式中,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占据责任配置的两端,中间还存在补充责任、不真正连

带责任等形态。各种责任的具体规则在民法 (侵权法)理论上相对明确,责任形态配置的基础原理

需从过错和因果关系两条主线梳理。
过错与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为法律人所熟悉:人类社会早期的侵权法主要表现为野蛮的同态复

仇规则,后损害赔偿逐渐替代复仇而实行结果责任,即无论加害人有无故意过失,只要造成损害就

应使行为人负赔偿责任。① 这种结果责任的例外是罗马法,在公元前287年,“阿奎利亚法”废除

了侵权的同态复仇和人身处罚,实行以过错为要件的损害赔偿制度②,“实现了理性主义和权利本

位主义的和谐结合”③。在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指引和罗马法复兴

的影响下,欧洲法学界普遍接受了过错而非损害是承担赔偿责任原因的观点,过错责任得以普遍确

立,成为18世纪个人主义法律思想指导下的私法三原则之一。④ 此后,侵权法发展的重要事件是

无过错责任的登场,“自19世纪以来,因工商业之发达,大企业之勃兴,新交通机关之昌明,纵令

企业者已为相当之注意,对于职工及第三人所生之危险,不但不能减免,且有逐渐增加之倾向……
于是一般学者,创为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之说,以济其穷”⑤。至此,大陆法系侵权法确定了以过

错为基本原则、以无过错为特别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基本规则。民事责任的基础从单一的过失责任

说或者危险责任说转向混合学说,即民事责任原则上仍要求过失,例外则建立在危险、社会安全或

保险之上。⑥ 概言之,侵权赔偿归责经历了从客观归责 (结果责任)到主观归责 (过错责任),再

回调至相对主观归责 (过错责任为基础、无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发展历程。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向来是侵权法学理上的难题。在传统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的分析框架下,因果关系聚焦于 “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前因后果的联系”,与 “过错、违

法性等要件相区分”。有学者认为侵权因果关系的功能重在排除行为人侵权责任,而非确定侵权责

任是否成立。⑦ 但事实上,因果关系不仅决定着责任的有无,还与责任范围密切相关。⑧ 特别是在

数人侵权中,通过 “原因力”体现的因果关系,实质性地决定着数人之间承担侵权责任的关系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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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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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119 121、1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224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800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郑玉波:《民法总则》,15 1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5 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郭明瑞:《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 (7)。

H.L.A.哈特、托尼·奥诺尔:《法律中的因果关系》,7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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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但是,由于因果关系和过错在确定责任范围时往往存在交叉的情形,传统理论努力区分两者,
批评法官在具体的操作中将过错与因果关系合并考察,认为将过错与因果关系完全混淆不利于正确

归责。① 现代侵权法发展出现了对受害人过错与数人侵权制度进行理论整合与体系调整的 “侵权责

任分担论”,呈现了数人侵权情形下过错、因果关系 (原因力)问题的复杂性,成为 “现代侵权法

最为复杂,也最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和制度增长点”②。
明确了过错与原因力在侵权责任配置中的功能及演进,能够形成一个责任分配的概观:在按份

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分配的疑难案件中,立法很难事前类型化地将责任形态进行分门别类,
可行的办法是在具体案件中考量过错与原因力在内的综合因素的影响,按不同程度动态配置责任形

态。具体到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民事责任配置,并不是由某个法条明确规定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而应当根据各主体间的主观和客观状况进行判断:如果网络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存在共

同过错,或在原因力上对损害结果构成直接的结合,则应配置连带责任;如果两者间缺乏主观联络

或共同过错,对造成同一损害的多个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相对疏远,则需要配置补充责任;在主观和

原因力方面都缺少联络或因果关系时,按份责任的配置就是正当的。这样解释也与前文笔者主张的

对 “相应的责任”做广义理解相一致。

四、连带责任的法理及其应用

过错责任基础上向客观归责回调、过错与原因力整体协调考量的趋势,在我国近年来的民事侵

权立法中也有所体现。《民法通则》中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侵权行为,各加害人的行为相互结合,
主观方面具有共同的故意或过失。③ 侵权连带责任类型的实质性扩张是在2003年 《人身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第4条,明确共同危险行为应当依照 《民法通则》第130条承担连带责任,且在第3条

中将没有主观意思联络 (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的数人侵权,区分为数个侵权行为的直接结合

或间接结合,分别承担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2010年 《侵权责任法》大体维系了司法解释的框架,
即在对共同侵权行为的 “共同”含义的主观理解基础上,分别在第8条、9条、10条规定了狭义共

同侵权行为、教唆帮助行为和共同危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按照对 “共同”含义的客观理

解,在第11条、12条规定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其中第11条相当于司法解释中的直接结合

情形,应当承担连带责任。④ 尽管上述法律规则希望按照类别明确侵权责任形态,但于复杂侵权案

件时可能会捉襟见肘。在按照过错和原因力等综合因素动态调整责任形态模型中,还应结合案情考

虑各种更为具体的因素对责任的影响。在现有侵权责任配置的基本框架外,《侵权责任法》和其他

单行法律中还规定了诸多的连带责任承担情形,根据目的和功能的不同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第一,基于可责性和原因力二元标准确立的连带责任分配规则。这是在传统侵权法过错和原因

力二元标准的基础上,将危险因素考虑进去之后的升级版本。⑤依此二元标准,大体上能够覆盖

《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同时,该标准具有相对坚实的正当性法理基础,并

且符合比较法上连带责任扩张适用的趋势。当然,对扩张适用连带责任的侵权类型的不同意见仍然

存在,如在共同危险责任承担中,欧洲侵权法学者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按份责任说。⑥

第二,基于弱者保护确立的连带责任规则。这在消费者法领域有典型体现,例如展销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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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3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⑤ 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数人分担的一般理论》,2 3、124 1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9。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56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⑥ 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侵权责任法教程》,354 355、390 391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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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柜台出租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或是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及推荐者在特定情形下都需与商品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类似情形也出现在 《食品安全法》中。弱者保护在现代法中成为一种趋势,
以消费领域为例,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是基于消费者经济实力、信息沟通、诉讼维权等方面的弱

势,在消费维权领域追求实质平等的必然要求。① 不过,在设置连带责任时,仍有必要考虑其基本

原理,避免连带责任的泛化。② 笔者以广告推荐者的连带责任为例进行探讨。2009年 《食品安全

法》出台受 “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加大了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安全责任,包括规定了作为广告

推荐者的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的连带责任,该规定在2013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修正中也得到了明确。应该说,重视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护,以及在以 “三聚氰胺事件”为代表的

多次消费事件引发的公众及舆论压力下,立法对广告推荐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与商品服务

经营者确定连带责任,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不过,从法理上反思,该规定在拉长连带责任承担者

的名单以保障消费者获得赔偿的同时,并没有区分各个连带责任主体对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过错与原

因力。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品或服务,经营者过错是确定的,并且其也有相应的控制能力,应当

成为首要的责任人;广告制作者和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虚假广告,也具有一定的过错,但在造

成消费者损害方面是否具有 “积极的原因力”存有疑问,因而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可能有所苛责;
而在广告推荐人层面,一方面也存在和广告制作者、发布者一样是否具有 “积极的原因力”的疑

问,另一方面,推荐人的类别多样,有些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具有对产品和服务的鉴别能

力,但也可能存在部分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对推荐的产品或者服务的隐蔽瑕疵无从知

晓,因而在过错方面不具有较强的可责性。再转换个角度,若要进行商品或服务的广告推荐,推荐

人应当如何操作以尽审慎义务避免牵涉到连带责任中,法律也没有给出相对明确的标准。实践中往

往取决于社会影响:如果消费事件引人瞩目,则被追究连带责任;如果消费事件不为公众所关注,
则现有法律规则处于沉睡状态。这种以结果论的责任承担方式似乎与现代社会的法理不符。

第三,基于证明责任分配或纠纷解决效率的标准确立的连带责任规则。这种连带责任的类型在致

害人不明的数人侵权中最为典型,如共同危险行为、多个主体的公害案件或产品责任案件等。例如,
在解释共同危险行为的连带责任合理性时,有学者认为,在原告的无辜且存在辨别真正加害人的举证

困难时,应允许用整体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推定个别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从而证成行为人承担

连带责任的原因。③ 风险社会影响着侵权法的现代化发展④,不仅反映在呈现客观化的危险责任方面,
也体现在连带化的组织责任方面。在此类因风险加剧而引发的侵权责任中,不仅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

置来减轻赔偿权利人的负担,而且并不要求加害人之间严格区分原因力,以便更有效率地解决其与赔

偿权利人之间的纠纷。当然,基于证明责任减轻和受害人保护的理由,将共同危险行为的连带责任逻

辑推演到抛掷物责任上,则有不恰当之处:《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不明抛掷物损害责任,是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连带性 “给予补偿”,但一方面,建筑物使用人在承担责任时的可责性

基础比较弱,也很难说建筑物使用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强弱、贫富差异;另一方面,该风险分担通过保

险和救助基金方式予以补偿更为妥帖,利用连带补偿方式进行救济的效果并非最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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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东、付雨:《“向消费者适度倾斜”是消费维权法律制度的理性选择》,载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4 (3)。
例如,在研究网络服务商提供搜索链接的侵权行为时,有学者指出,一直以来,对间接侵害网络著作权而由网络服务商

和链接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做法,并非基于认定间接侵权行为在整个侵权构成框架中的位置和原因力评估,而是基于实施行为

主体的可赔偿能力,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马一德:《网络服务商提供搜索链接行为之侵权责任》,载 《法学评论》,2017 (3)。
阮神裕:《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基础的重构与阐释》,载 《法学评论》,2018 (3)。
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载 《法学研究》,2009 (5)。
姚海放:《论 <侵权责任法>抛掷物责任规定之不正当性》,载杨遂全主编:《民商法争鸣》(第2辑),237 241页,北

京,法律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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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基于对损害的控制力分配责任。侵权法不仅有承担补偿被害人的功能,而且有教育、制

裁和预防等功能。① 科斯的 《社会成本问题》和卡拉布雷西的 《关于风险分配与侵权法的一些思

考》都从经济分析的逻辑表明应当选择成本最低的社会规则,表现在侵权责任的分配方面,如果没

能采取适当的合理成本水平的预防措施,就要对损失负责。② 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伴随危险责任

的扩张,现代侵权法又注入了预防和遏制功能,强调危险控制人的预防责任对于避免危险事故的发

生具有重大意义。③ 当对风险的预防责任由若干主体共同承担时,法律规则在该多个主体间建立连

带责任,以为共同激励。波斯纳还区分了共同侵权中共同注意案和选择注意案的类型,指出选择注

意案不要求共同侵权行为人都采取预防措施,而只是要求能以更低成本避免事故的一方采取预防措

施,另一方的责任是在万一破产阻碍了前一种制度效果时起到一种保障作用。④

基于控制力而要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不仅在传统侵权法,而且在商事法律制度中也较

为多见。例如,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 “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⑤。当然,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各主体控

制力不同的情形下,连带责任的安排是否能起到适当的激励作用,是需要认真分析的。例如,近年

来,中国证监会加大了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查处,独立董事未勤勉尽责而被处分的案例日趋增多,法

院支持证监会对独立董事的处罚,对其施以与普通董事同样甚至是更多的勤勉义务。⑥ 考虑到独立

董事的履职实践,在大股东集中控制、诚信环境缺乏、履职时间和权力受事实上的制约、报酬不高

等因素影响下,单纯采用连带责任施压独立董事勤勉履职,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最起

码,从对公司的知情和控制角度而言,独立董事和执行董事之间存在实质性区别,让两者承担连带

责任的正当性需要审视。
再如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责任问题,以中国证监会处罚欣泰电气IPO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行

政处罚案以及其后的法院判决为例。⑦ 法院认为,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律师事务所在进行尽调过程中

必须包含的内容,而且应当作为查验的重点事项;律师事务所应当对包括审计报告在内的相关材料

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在审慎查验的基础上针对公司整体情况独立出具法律意见书并对结论负责;审

计报告不能成为免除律师事务所勤勉义务的依据。但中介机构对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和法院的裁判结

果表达了不同看法。因为其不仅打破了IPO实践中中介机构的分工安排⑧,也超越了人们对律师工

作的常规认识,即在IPO实践中,律师一般会取得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并根据上

述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发表法律意见,通常不会复核具体的会计科目,也不会抽查相关的会计凭证和

原始凭证。⑨ 从整个上市尽职调查的流程来看,律师和会计师分工负责、紧密配合是相对标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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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2版,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G·曼德姆:《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91 9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9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242 24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5条、第14条等。
徐昭:《多份司法判决详解履职标准 独立董事责权利将进一步明确》,参见中证网,http://www.cs.com.cn/xwzx/hg/

201808/t20180807_5854041.html。
唐青林、李舒、张德荣:《律师尽调竟然需要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了吗?》,参见搜狐网,http://www.sohu.com/a/

241096452_648294; 《刚刚宣判! 律师必须对财务核查独自承担责任! IPO 企业造假上市律师也跑不了!》,参见搜狐网,

http://www.sohu.com/a/238559520_177694。
保荐承销机构主要负责行业研究及证券承销,会计师事务所主要负责审计验资,律师事务所负责法律事项。实践中保荐

承销机构的地位更为重要,被要求复核会计师和律师的工作,角色存在一定错位。三家中介机构相互引用各自制作的文件结论既

是工作需要,也是工作必然。
《简析东易律所诉中国证监会案》,参见新浪微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1047bd0102xz5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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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企业会安排不同部门来对接不同的中介机构,董秘、证券部会对接律师多一些,财务总监和

财务会对接会计师多一点。① 在证监会审核过程中,财务和法律是两个主要的方面,也是分工负责

相互配合的,如保荐人将发行人的申报材料报送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综合处后,材料会被复印三份分

别送发行监管部审核一处、二处审核和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其中,审核一处负责对发行人公开募

集文件、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件的审核,审核二处负责对发行人申报材料中有关财务会计等专业性

文件的审核。创业板企业上市流程也大致相同,由创业板发行监管办公室 (后为发行监管部)一处

派出一位负责审核非财务合规性的人员,二处派出一位负责审核财务合规性的人员,两人一组,审

核一个项目。② 此外,从学理上探讨市场中介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律师并非完全不关注财务事项,
但其重点应当是整体性考察财务会计制度以保证公司内控系统的有效性,而不是具体关注某个财务

指标的准确性。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提交的所有披露文件都有独立律师签字,但并不能期

待律师对财务报告或者其他技术性报告进行审核或核查,律师在财务和内控方面的职责范围是关于

公司会计政策及其影响的披露。③

由此,欣泰电气案中是否要求律师应当复核审计报告的内容,律师应依专家标准抑或普通人标

准复核审计报告内容,这些直接关系到责任承担及配置的问题。④ 中国证监会对律师事务所的行政

处罚固然有 《证券法》作依据,但同时也被视为证券监管趋严的信号。⑤ 同时,由于证券欺诈上市

还涉及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发行人、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主体对投资人需承担连

带的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在这些赔偿义务人之间也会有相应的追偿问题,遂形成一系列 “诉讼混

战”⑥。面对这一系列诉讼冷静反思,让参与发行上市的中介机构与发行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高管等一系列主体承担连带责任,既是对其忠实勤勉履职的督促,也有利于投资人权利的保护。当

然,中介机构之间基于不同的职业特点和专业知识提供服务,应当有所分工合作;如果一刀切地要

求中介机构对所有内容负责,则会出现重复尽调、部分内容非专业判断、增加上市负担等不利因

素。特别是让不具有专业能力的法律工作者判断财务事项,或反之让财务工作者判断法律事务,都

可能超出其判断和控制能力,最终也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在适用 《证券法》认定责任时,
还应当形成更为专业的判断,避免宽泛适用连带责任而错配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

基于上述各种连带责任情形的探索提示我们:一方面需要警惕基于财产或责任承担能力不足而

不恰当地扩张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可以考虑由按份责任或补充责任向连带责任

迁移的具体影响因素。对于前者,可能的应对措施是加强责任财产的透明度,加强民事执行制度,
而不是一味扩张连带责任。对于后者,诸如在网络平台经营活动中,平台企业的规模或财产能力等

因素并不是扩张连带责任的正当理由,而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控制力、平台的风险预防能力及举

证或解决纠纷能力、不同类型平台参与者的风险控制能力对比差异等,都会影响平台经营者和平台

7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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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峰: 《IPO从严核查切断 “带病申报”源头 促使中介机构尽责》,参见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

stock/y/2016 11 03/doc-ifxxnety7166329.shtml? cre=financepagepc&mod=f&loc=1&r=9&doct=0&rfunc=100。
由于兴业证券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承担较多赔付责任,因此,其起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发行人控股股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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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营者之间的责任配置方式。以下就结合网络平台的具体情形举例说明。

五、网络平台民事责任的配置

聚焦 《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二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需承担相应责任的两种情形为:对

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和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整体上,这两种类型都

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根据 《侵权责任法》和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第三人侵

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过错的补充责任。之所以是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重要的区别是 “补
充责任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积极原因力”①,因而在顺位和最终责任承担方面都是补充性的。

具体到第三人侵权情况下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安保义务,一方面,固然要维持安保义务的责任体

系,承认基于过错的补充责任作为其基本责任配置的形态。这种认识在 《电子商务法》立法时固然

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所乐见而为消费者所难以接受的,但符合责任配置的基本法理。这也是立法

者在预判法条表述为 “补充责任”将有违民意而遭遇反对时,“智慧地”将法条表述为 “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的一种迂回做法。这种立法方式在收获通过立法之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法律适

用上的疑惑。另一方面,现有第38条第二款的表述,也为进一步解释规则提供了比直接规定补充

责任更为广阔的空间。
按照笔者的理解,网络平台经营者在依据第38条第二款承担补充责任的基础上,还有可能在

特定情形下承担连带责任。这就需要从可责性和原因力两方面入手,考虑是否满足连带责任的基本

法理,即:如果安保义务人的主观状态从一般过失转变为故意乃至恶意,或对损害的发生超越 “没
有积极原因力”而构成客观上的直接结合,则需承担连带责任。

从主观方面具体而言,尽管 “就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来说,应当区分故意和过失”②,但具

体到第三人侵权的安保义务类型,“比较两者的过错程度,第三人的过错明显重于安全保障义务违

反人”③。因此,涉及第三人侵权的安保义务责任的主观,通常是第三人的故意和安保义务人的过

失状态的结合。在此主观状态下,让安保义务人基于较小的可责性而承担补充责任是恰当的。但应

当认识到,安保义务人的过错既决定了责任的有无,又决定着责任的大小。随着安保义务人的主观

状态从一般过失发展为严重过失,甚至出现放任、期望乃至恶意时,其与直接侵权的第三人之间基

于可责性的比较权重上升,则可能超越补充责任的界限而进入连带责任的区域。
从原因力方面具体而言,第三人侵权的积极原因力与安保义务人未尽安保义务的消极原因力相

结合,是构成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基本法理。换言之,如果仅有安保义务人的消极原因,并

不会发生损害结果;而没有安保义务人的消极原因,第三人侵权作为积极原因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仍

然极大。但是,侵权案件情形多变,“在很多情况下,原因力的确定是很困难的”④。当安保义务人

的不作为不再局限于消极原因力因素,而是基于安保义务人控制能力的增强等因素,其不作为具有

客观上辅助第三人侵权发生的效果时,将会增加侵权损害结果发生的概率。此时,基于安保义务人

仅具有消极原因力而承担补充责任的规则将被打破。
以网约车和顺风车平台为例进行说明。郑州空姐案和温州顺风车案发生后,公众指责平台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平台没有严格审核司机的资质资格。尽管2016年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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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王竹:《侵权责任法疑难问题专题研究》,18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侵权责任法教程》,436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数人分担的一般理论》,1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4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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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暂行办法》要求司机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车记录”
和 “无暴力犯罪记录”,但客观而言,对司机的无犯罪记录要求与最终是否会发生司机侵害乘客的

事件,特别是刑事案件,并不具有必然联系。换句话说,即使网约车平台严格审核司机资质资格,
将有相关刑事犯罪记录和不符合条件的司机排除在平台外,也无法保证平台内司机不犯罪;更何况

网约车平台对司机资质资格的审核,现实的做法是形式审查,要求司机提交无相关犯罪记录证明,
平台并不具有直接连接公安等部门记录的途径,难以从实质上排除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平台从事违法

犯罪活动。因此,单纯比较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司机犯罪情况,在博取眼球之外并不具有太大的研

究意义。① 在责任配置方面,若网约车平台对司机资质资格进行正常的形式审查后,允许符合条件

的司机进入平台,则不应为此而承担过错的补充责任。但现实中有证据显示,平台对注册司机的审

核存在疏漏,存在有恶性犯罪、交通肇事罪前科的司机②,如果仅是审核不严的情形,则平台需承

担补充责任。
在平台对司机资质资格进行形式审核的基础上,如果平台的主观可责性增加或对损害的原因力

发生变化,则可能从补充责任转为连带责任。例如,社交因素在推动滴滴顺风车业绩增长的同时,
对乘客隐私保护及安全风险防范是缺位的;在差异化快车和顺风车司机注册要求的情况下,部分资

质偏低或不合规司机转向顺风车,但滴滴平台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甚至放纵此种情形的出现;在顺

风车司机并不太赚钱的情况下,利用社交因素扩张司机队伍,从而埋下了运营中的安全隐患,但滴

滴平台客观上未能较好地采取应对措施,主观上可能存在乐见此状况的情形。③ 由此,滴滴平台至

少在下列情形中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种情形,滴滴在平台管理中,明知或者应知出租车、顺风车等服务基于本身特点需要对司

机资质进行严格审核,但是为了扩张业务,平台对此不管不顾,甚至在多次接到相关投诉的情况

下,平台经营者仍然决定压制问题而不采取应对措施。平台此时涉嫌恶意不履行安保义务,主观状

态已由过失转变为故意乃至恶意,极大地增加了其主观可责性。某种程度上,滴滴平台的不作为,
让其成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司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渠道,事实上为违法活动提供了帮助,进而从

违反安保义务转向了类似于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基于上述主观可责性和客观原因力变

化,让网络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是合理的。
第二种情形,是在提供满足乘客交通需求所必需的信息之余,炒作滴滴平台具有一定的社交性

质,用以吸引司机和乘客,增加平台交易量,以便获得更好的投资价值。正常情况下,平台开放司

机对乘客评价应当聚焦于该乘客是否守约、车内乘坐习惯是否良好等乘车事务,而提供评价的备选

项中出现乘客性别、年龄、外貌、衣着等信息,此种评价要求超越了通常的评价目的而显得不正

常;当平台内出现大量对女性乘客的露骨评价以及其他司机的怂恿教唆性回复时,平台有能力但未

采取必要措施防范事态进一步发展,构成放任风险的发生。此时,已很难将平台的过错局限在过失

范围内,其主观可责性也大大增加。
在上述两种情形中,让滴滴平台与实际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也可以从控制风险发生的视角进

行解释。通常认为,网络交易中平台提供者具有更强的控制力,表现为网络空间里的数字化交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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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公布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服务中的犯罪总体情况,参见 《揭示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犯罪情况》,中

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510006.shtml。有媒体据此发挥,认为 “网约车安全性远高于

传统出租车”等,《央视:出租车犯罪案件曝光度远低于网约车》,参见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ce.cn/stock/gsgdbd/201809/

21/t20180921_30364142.shtml。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比较过于泛泛,简单以万人犯罪率比较,忽略了受害人是否为乘客、犯罪行

为的类型等特征,由此下结论认为 “网约车更安全”是武断的。
姜楠:《滴滴出行车主犯罪情况披露》,参见海淀法院网,http://bjhd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5404。
孙冰:《顺风车 “生死局”———顺风车是赚钱还是社交?》,载 《中国经济周刊》,201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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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必须按照平台提供者 (控制者)设定的规则完成,而这种以代码体现的技术规则具有直接的实施

效力,由此决定了网络平台控制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① 基

于平台控制能力,滴滴完全有能力通过司机注册及其后的定期教育、内部信息发布系统、关键词屏

蔽和违规行为处罚等方式,制约平台内司机做出各种露骨评价及煽风点火式的怂恿行为,但这可能

并不是平台经营者希望见到的情形,更会影响其司机拥有量、顺风车交易数量等业绩。因此,从滴

滴和乘客两端比较对司机违法行为风险的防范,显而易见,平台采取普遍性防范的成本更低,由其

承担连带责任也是对其采取合理措施的必要激励和约束。
第三种情形,是知晓恶性侵权事件正在发生,有采取措施的能力而不提供必要救助,可能构成

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行为直接结合,此时平台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具体到温州顺风车案件,平台

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要求其直接参与对乘客的救助行动,而是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明确表明身

份而索要车辆信息时,应当及时采用技术手段向公安机关提供相关信息。当客服人员提供信息反应

迟缓、最终乘客遇害时,还需要根据平台反应速度和乘客获救可能性等因素具体判断平台的责任。
例如,从时间上判断,在公安机关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救助的情况下,平台如果未及时向公安部门提

供司机和车辆信息,则对乘客死亡结果的发生有较大的原因力,可能构成与司机侵权行为之间的直

接结合,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平台未及时告知司机和车辆信息,但破案后表明在公安机关索取相关

信息之前侵权已经发生,则平台未及时提供信息对损害的原因力较小甚至缺乏原因力,此时承担补

充责任甚至排除平台责任也是可能的。

六、结语

以 《电子商务法》立法为契机,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民事责任问题为公众所关注。尽管立法已经

完成,但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表述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空间:一方面,立法后的各种研讨会

将延续网络平台经营者民事责任话题的探讨②;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产业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不同目标会不断形塑平台责任承担规则,实践中的新案件也会影响规则运用的走向。“制定法意义

并非一经颁行即已固定,相反,往往随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意义转换。”③ 面对纷纭众说,法

律人既应当及时了解和反馈公众意见,也应当秉持法律的基本原理和解释的基本方法。
涉及法律解释方法时,内在解释是依据所要解释的法律文本的自身要素进行的法律解释,其解

释依据是法律文本、逻辑、目的等;外在解释是依据所要解释的法律文本之外的要素进行的法律解

释,如立法资料、社会学效果等。在解释方法上,应先进行内在解释,然后再进行外在解释。只有

在难以通过内在解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果时,才需要进行外在解释。④ 因此,在公众对网络平台经

营者责任表达各种意见之时,法学研究者应当更为理性地从连带责任、补充责任及按份责任的基本

法理逻辑出发,从侵权责任规则的可责性和原因力标准出发,解释 《电子商务法》规定的 “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所做的尝试。笔者认为,“相应的责任”应当是包括连带责

任、补充责任和按份责任在内的广义理解;网络平台经营者未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资格尽审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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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辉:《平台责任与私权力》,载 《电子知识产权》,2015 (6)。
例如,中国商业法研究会2018年年会以 “平台经济与法律”为研讨主题;第七届 “青衿商法论坛暨 《电子商务法》解释

与适用学术研讨会”议题之一是 “电商平台的责任性质与责任边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于2018年9月召开 “《电子商务

法》平台治理与企业合规”会议,发言主题包括 《38条责任变化与实施问题》;2018年10月在中南大学法学院举办的 “网络法治

30人论坛”,主题为 “网络平台义务与责任”。
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2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王利明:《民法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13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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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未对消费者尽安全保障义务,原则上应当承担补充责任;连带责任扩大化是现代侵权法的发

展趋势之一,仍应在可责性和原因力基础上构建连带责任制度体系,在弱者保护、减轻证明责任或

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因责任人更有能力控制风险等情形下,可合理扩张连带责任的适用。网络平台

经营者因放任管理职责而为违法活动提供渠道或机会、有能力但并未系统性控制风险、恶意地不及

时履行安保义务等情形,从主观上加大其可责性,在客观上增加损害的原因力,则可能超越补充责

任的范围而需与其他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当然,网络平台类型多样和侵权事实型态各异,也使笔

者意识到,上述归纳是不完整的,还需众多学者更多类型化的贡献。

OnCivilLiabilityAllocatingoftheE-CommercePlatformBusiness:
BasedontheLegalPrincipleofJointandSeveralLiability

YAOHaifang
(SchoolofLaw,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Thelegislativeprocessof“E-Commerce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flects
theopinionsgamebetweentheindustryandthepublic.ThefinalizedversionofParagraph2ofArti-
cle38 “assumecorrespondingliabilitiesaccordingtolaw”leavesleewayforfutureinterpretation
andapplication.Toreachthelegalcertainty,the meaningof “correspondingresponsibilities”

shouldbeclarifiedaccordingtothebroadunderstanding,includingdifferentliabilityframework,

suchasliabilitybyshares,supplementaryliabilitiesandjointandseveralliability.Incaseofalloca-
tingthetortiousliabilitybasedonaccountabilityandcausation,theapplicationofjointandseveral
liabilityshouldbecautiouslyconsideredtoavoidthegeneralizationtheliability.Basedontheprotec-
tingvulnerablegroups,theefficientdisputeresolution,theproofburdenarrangementandrisk
managementcapability,moderndaylawstendtoapplythejointandseveralliability.Accordingto
article38 ofE-Commerce Law,e-commerceplatform businessshallassumesupplementary
liabilitiesinprinciple.Providingthattheplatformprovidesopportunitiesforillegalactivitiesdueto
itsmanagementnegligence,iftheplatformisabletobutfailstosystematicallycontrolrisks,or
maliciouslyfailstotimelyfulfillsecurityobligations,etc.,itshouldassumejointandseverallia-
bility.
Keywords:E-Commerceplatform;Jointandseveralliability;Supplementaryliability;E-Com-
mercelaw;Civilliability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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